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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思想淵源及其與儒學發展的內在關係 

──  兼論《中庸》在先秦儒學思想史中的地位 

吳宗德 

摘 要 

《中庸》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與影響。其不僅上接先秦

儒學之道統，同時下開宋、明理學的端緒，故在儒學的發展史上兼具承先啟後的

地位。此外，先秦儒學發展至宋明之時，已然成為大談「心性」之學；可是在作

為儒學思想代表的《論語》中卻無對「心性」問題有直接的論述，即子貢曰：「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不可得而聞也。」(〈公冶長〉)再者，《中庸》自「天命之謂性」

處，言性與天是一，並開展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對此，有些近代學者便認為

此思想乃是受漢儒「天人感應」思想之影響，因此將其成書年代推至漢代。倘若

以此解釋，便可能忽視《中庸》在先秦儒學思想史中的地位；有鑑於此，本文欲

從《中庸》思想淵源及其與儒學發展的內在關係，探討其在先秦儒學思想史中的

關鍵地位。 

 

 

 

關鍵詞：中庸、論語、郭店楚簡、性自命出、天人合一、性、誠、仁、忠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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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中庸》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與影響。其不僅上承先秦

儒學之道統，同時下開宋、明理學之端緒，故在儒學的發展史上兼具承先啟後的

地位。《中庸》一書，宋代以前皆以為子思為昭明其聖祖之德而作，然而自從宋

代疑古之風興起，《中庸》的作者及成書之問題即紛擾不休。因此，對於《中庸》

此部書，便引起學界的許多議論：(一)、有的說是道家的作品，因為其中所述及

的體用關係和道家思想有許多相通之處，應是道家思想散播到儒家裡面，故有《中

庸》之作。(二)、又有的說是儒家的作品，認為其中思想雖有取自道家，但其根

本立場卻仍是儒家。(三)、再者一說是孟子一派的儒者所作，因為裡面所提及的

性命、誠明，都像是根據孟子的學說而加以發揮。然而，諸如此類的假定不勝枚

舉且爭議不斷，但彼等有可能是先作一假定，而後再加以說明假定的根據，故不

能有一較全面性且客觀的析論出現。 

    在《郭店楚簡》1出現後，由於學界已公認其儒簡部份的〈緇衣〉、〈五行〉、

〈性自命出〉、〈窮達以時〉、〈成之聞之〉、〈魯穆公問子思〉、〈六德〉與子思學派

關係密切，且〈性自命出〉又與《中庸》中所闡釋之「性與天道」思想有所相似，

因此使《中庸》在思想史上的問題再度引發議論。本文雖是旨在探討《中庸》思

想淵源及其與儒學發展的內在關係，原可不必牽涉到有關《中庸》作者及成書的

考據問題，但由於其在儒學的形上思想、心性論、道德哲學中具有重要的繼承與

發展，故不得不在此稍作一交代，以求能較精確、透徹的掌握其在思想發展上的

脈絡、意義及影響。因此，本文論述重心置於《中庸》與《論語》、《孟子》傳統

儒學的內在關係、思想性格之衡定與其在先秦儒學思想發展中的關鍵地位！ 

然而，本文在論述上第一個須面臨到的問題，即──《中庸》作者與成書一

問題。底下，筆者便對此一問題稍作論述，以說明本文立論所採用的立場── 

對於「子思作《中庸》」此問題，便應放寬尺度來看，其主要因素有二： 

1. 先秦的典籍多非成於一人之手2；2. 先秦的典籍都是經過漢代學者的整編3。 

                                                 
1 《郭店楚簡》於一九九三年冬出土於湖北省荊門市郭店一號楚墓，雖數經盜擾，仍倖存有八百 

餘枚。歷年的考古資料證明，這裡是一處東周時期楚國的貴族墓地，發覺者推斷該墓年代為戰 
國中期偏晚，而其竹簡的年代下限應略早於墓葬年代。(參見：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 
簡》，北京：文物出版社，1998 年。) 

2 馮友蘭先生在其《中國哲學史》曾言：「古人之歷史觀，及「著作者」之觀念不明，故現在所

有題為戰國以前某某子之書，原非必謂係某某子所親手寫成，其中「援述於前，與附衍於後者」，

在古固視為不必分，在今則多似為不能分。故現在所有多數題為戰國以前某某子之書，當視為

某某子一派之書，不當視為某某子一人之書。」(詳參：馮友蘭，《中國哲學史》，台北：台灣

商務印書館，1993，頁 43。) 
3 由於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第六》中云：「李斯曰：「……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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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以上兩點原因，故對於「作者與成書一問題」，除不應認為《中庸》一

字一句皆出於子思之手；也不應發現一二句似為漢人的語氣與思想，便斷定是漢

代的僞作。由於子思相傳受學於曾子，且其又是孔子嫡孫，其作品中不少處有論

述孔子的言論；再者，學者以《中庸》語句與《論語》、《郭店楚簡》中〈魯穆公

問子思〉、〈性自命出〉、〈尊德義〉……等作對照，其體例和《中庸》有頗多相近

之處。這些儒書都與子思有或多或少的關聯，不也代表著由子思到孟子之間儒學

發展的關鍵環節。由古書傳承性而言，筆者認為子思所作的《中庸》還是極可能

是構成《中庸》文本內在的思想核心；而今本《中庸》的內容則多由子思後學所

編定而成，且免不了思孟學派一系的儒者有所增補，所以不能以此論定其成書必

晚於孟子。綜觀上述，《中庸》既非成於一人之手，則見其應是由後人所增補的

集體創作，再經長時間的定稿而成。而當代學者也大多採用《中庸》一書非子思

一人之作，而是由子思及其後學思想所共同集結之說。4 

因此，《中庸》思想雖淵源於孔門義理，然其思想乃是經由後儒闡述；進而

有所發展。而今對其成書之探討，主要在了解其思想發展的淵源與脈絡，以求能

對《中庸》所建構而成的「道德的形上學」一思想體系有所理解與發揮；故對於

《中庸》的成書先後問題，我們不應把重點放在「著述的作者為誰？」，而以此

來判定其成書的年代。相對地，我們可以從《中庸》一書的思想體系來看其思想

的哲學淵源與開展。由於《中庸》是儒學傳承上的關鍵環節，故我們就不能忽視

《中庸》與《論語》文本與思想上的內在關聯性，底下我們便可從觀念系統的進

路，論《中庸》思想的淵源及其與儒學發展的內在關係。 

 

 

                                                                                                                                            
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

族；吏見之不舉者，與同罪。」焚燒民間諸子百家之書，再加上後來項羽攻入咸陽時，又火燒

宮室達三月之久，秦朝博士所職，宮廷所藏之書，大多變為灰燼。而今日所流傳下來的先秦典

籍，都是經由漢代學者的整編，和原來的面貌自然或多或少有所不同。(詳參：(漢)司馬遷，《史

記》卷四十七，《四部備要》，〈秦始王本紀第六‧三十四年〉，台北：商務印書館，1970。) 
4 當代學者對《中庸》作者與成書年代之看法：(1).唐君毅與楊祖漢先生認為，認為其書是子思

孟子系之學者所為(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導論篇》，台北：台灣學生書局，1993 年，頁

124~125；楊祖漢，《中庸義理疏解》，台北：鵝湖出版社，2002 年，頁 7)；(2).高柏園先生則

以為是子思及其門人之共同所著(高柏園，《中庸形上思想》，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91 年，

頁 31)；(3). 吳怡先生則認為是子思與後人所著(吳怡，《中庸誠的哲學》，台北：東大圖書公司，

1994 年，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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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庸》思想性格之衡定 

    在此，我們便從當代學者對《中庸》思想的研究，歸納出底下幾點不同的看

法： 

(一)、《中庸》乃是匯通孔孟老莊之學 

    此一說法認為《中庸》乃受到孔孟老莊思想的影響，並加以融會貫通下的產

物；故可以說是從道家「宇宙論思想」來發揮先秦儒家的人生哲學。此立場則是

以錢穆先生作為代表，其言： 

      古代素樸的的宇宙論，以天帝百神為主，而道家思想則破帝滅神，歸極於 

      自然，偏傾於唯物，今易傳與小戴記中之宇宙論，亦正率近似自然與唯物 

者，而《易傳》《戴記》中之人生論，則確乎猶是儒家正統，故其言天道， 

雖大體承襲道家所創唯物的自然的宇宙論，而必加以一番修正與變動，然 

後可以與儒家傳統人生論訢合無間。……孔孟乃從人文界發揮天人合一， 

而老莊則改從自然界發揮。更下逮《易傳》《中庸》，又匯通老莊孔孟，進 

一步深闡此天人合一義蘊。5 

在此，錢穆先生以思想史的觀點而論，認為《中庸》其成書應在莊子之後6，而

其「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後儒繼承孔孟「天道論思想」又匯通老莊「宇宙論思想」

後之發展7，因此以老莊之學來解釋《中庸》裏的「誠明」、「中和」等觀念。然

《中庸》裡融合老莊思想的端倪何在？對此，王邦雄先生在其〈中庸在中國思想

史上的地位〉一文中，曾提到： 

      「自誠明」、「自明誠」，誠與明並論，明是人性先天本有之明，誠是形上 

      天道的本有之誠，把誠提到一個神聖的地位，誠者天之道也，這在論孟 

      是沒有的。「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你看「和」也是從老子來， 

      中庸另一重大的觀念是「和」，老莊也都講「中」，老子「多言數窮，不如 

      守中」，是當作「沖」講，莊子也講「託不得已以養中」，是當作「乘物以 

      遊心」的「心」來解。這兩個觀念在老莊是由沖虛無我而後有生命的和諧 

      平靜，中庸一轉而為「未發之中」，以及「發而皆中節之和」……譬如「慎   

                                                 
5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論叢》(二)，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76 年，頁 256 ~ 306。 
6 同上註，頁 283。 
7 錢穆，《中國哲學思想史》，台北：台灣學生書局，1993 年，頁 86；104 ~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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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的「獨」，莊子講見獨，入於不死不生之境，那叫「見獨」，莊子天下 

      篇：「獨與天地精神相往來」，這個「獨」的觀念在論孟沒有，這是後起的 

      觀念。8 

將《中庸》從學術的觀點來看，王邦雄先生認為它的年代在先秦，不在兩漢；且

由其中所提及的「中」、「和」以及「慎獨」的觀念，已將道家思想消化進來，進

而言其是「儒道融會貫通後的產物」。然而，對於《中庸》乃是「匯通孔孟老莊

之學」一說，高柏園先生則提出不同的見解，其言： 

      《中庸》之重天道性命等形上學問題之討論是較孔孟所討論者為多，然而 

      《中庸》的思想發展卻是明顯地繼承孔孟而來。《中庸》引孔子語處頗多， 

      其盡性知天的立場亦正可由孟子盡心知性知天處得到印證。而《中庸》之 

      重禮儀威儀，重治天下之九經，並以仁知為性之德，此皆是孔孟義理之發 

      展。換言之，《中庸》之重天道義之發揮，極可能是對道家形上思想之「回 

      應」，但《中庸》依然保持其儒家的義理性格，因此，並非如錢先生所謂 

      的「匯通」。
9 

(二)、《中庸》乃秦漢以後思想混雜下的作品 

認為《中庸》乃屬秦漢之後各家思想相混雜下的作品，並非正統孔孟之學下

的傳承。此立場又以勞思光先生為代表，其認為《中庸》乃是漢初儒道混合時期

之思想，即是「心性論」與「形上學」之混合，而為一「宇宙論中心之哲學」，

其言： 

      總之，〈中庸〉思想，就內容而言，乃漢儒型之理論─即以「天」與「人」 

      為基本觀念，又以「天」為價值根源之混合學說。其中混有形上學、宇宙 

      論及心性論問題種種成分。其時代當晚於孟荀，其方向則是欲通過「天人 

      之說」以重新詮釋「心性論」及「價值」，實與孔孟之學有異。但其作者 

      之態度，則並非欲離孔孟而另樹一幟，故處處仍以上承孔子之姿態說話。 

      然其說竟既不能建立「主體性」，則不能視為孟子一支之學說。且以「人」 

      配「天」，將價值根源悉歸於「天」，亦大悖孔子立說之本旨。故〈中庸〉 

      之說，可是為漢儒理論中最成熟、最完整者，但就儒學心性論而言，則〈中 

                                                 
8 詳參：王邦雄，〈中庸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鵝湖》9 卷 9 期，1984 年，頁 23 ~32。 
9 高柏園，《中庸形上思想》，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91 年，頁 69 ~ 70。 



文學前瞻第八期 

 - 6 -

      庸〉是一旁支，不可做為主流之ㄧ部。10 

勞先生認為《中庸》思想屬於漢儒型之論述，其立論根據是認為「天人合一」思

想並非孔孟心性思想傳統脈絡下的論述，故將其視為孔孟儒學的「歧出」，因此

對於有些學者言《中庸》乃是對孔孟心性論思想的「發展」，提出不同之意見： 

      古代中國，「天命」自是一種普遍信仰。但孔孟立說，皆不以原始信仰為 

      依據。〈中庸〉有「天命之謂性」之說，正見其與孔孟思想方向有異。蓋 

      〈中庸〉大致出於秦漢之際，此時原始信仰因文化上之大破壞而重現，各  

      種非儒學之觀念亦相繼與儒學混合，終有漢代之「天人觀念」出現。 

      〈中庸〉之形上學系統原屬此一儒學變質之產物，未可強為孔孟之所代表 

      之先秦儒學之「發展」也。11 

在此，勞先生將《中庸》之「天人合德」思想與漢儒的「天人感應」視為同一思

想脈絡，故進而言「天命之謂性」是孔孟思想的「異質發展」。然而，「天人」問

題在孔孟思想中並非全然隱而未見，只是尚不如《中庸》、《易傳》有一完整而通

貫的理論體系。倘若，只因《論語》、《孟子》中沒有對「天人」的直接描述，便

說孔孟儒學「心性論」中沒有「天人關係」之思想，也難免顯得過於侷限在文獻

不足徵而無法對其思想體系有通澈的掌握。此外，隨著當政者的喜好以及不同時

代背景之下的思想家，其所關注與強調的思想課題必定會隨外在的環境因素而有

所偏重與改變。由於漢代「陰陽五行」之思想盛行，故當時的思想家大多喜言「天

人感應」之思想；因此，「天人感應」之思想，便成為漢儒思想的代表。反之，

我們不能因為先秦儒學不重「天人」之說，便說其所言「天人合德」之思想，便

是雜揉漢儒思想而成的產物。 

此外，勞先生認為「天人感應」思想應是到漢儒時之後才出現，且根據《中

庸》言「天命之謂性」一語，於是將其視為秦漢之際時的作品。對此問題，我們

可以從孔子到孟子之間的子思子思想來看先秦儒者對「天人關係」思想的提出與

論述。底下筆者便從出土文獻《郭店楚簡》中〈性自命出〉裏來看，先秦時期的

子思子學派早已隱含有關「天人之際」的思想： 

      凡人雖有性，心無定志，待物而後作，待悅而後行，待習而後定。喜怒哀 

                                                 
10 勞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二)，台北：三民書局，2002 年，頁 71 ~ 72。 
11 勞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台北：三民書局，2002 年，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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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之氣，性也。及其見於外，則物取之也。性自命出，命自天降，道始於 

情，情生於性。始者近情，終者近義……凡道，心術為主。道四術，唯人 

道為可道也……理其情而出入之，然後復以教。教，所以生德於中者也。 

〈性自命出〉之思想特點：以「情」釋「性」，即用「喜怒哀悲未發之氣」釋性，

「發見於外」即為喜怒哀悲之「情」，亦所謂「情生於性」之思想；然所謂「未

發」的狀態，是「情」產生的的根據，是天生的、天賦的，人本有之天性。此外，

〈性自命出〉又強調「道」的教化作用；其言：「四海之內，其性一也，其用心

各異，教使然也。」其旨在言，人之本性是一樣的，但用心不同，所發出的情就

不同；故此時「教化」的功用就顯得十分重要，然如何「教化」？下文接著言以

「道」(儒家的道德原則)來教化修養自我的性情，通過教化使「德」生於心中，

即「教，所以生德於中者也。」以上便是〈性自命出〉的基本思想。然而，〈性

自命出〉與《中庸》「天道性命」思想仍有所異： 

(1).由於〈性自命出〉是以「喜怒哀悲未發之氣」以言「性」；而《中庸》則是以

「天命之性」、喜怒哀樂未發之「中」之「天地之大本」以言「性」。 

(2).且〈性自命出〉並未將「未發之氣」之「性」與「道」密切關聯在一起，而

其所言之「道」也比較廣泛，並未如《中庸》所言之「至誠天道」。〈性自命出〉

所言的「道」即「道者，以心術為主。」這裡所言的「心術」大多是指儒家的

倫理道德原則；而其言「道始於情，終於義」是指有了「情」的發用，才會產

生出「道」的教化，最終能使所發之「情」合於道義，故並非如《中庸》所言

「率性之謂道」之本意。 

(3).再者，「情生於性」此「情」是自然的，並不具倫理道德之屬性，所以其修養

工夫不須內求，所強調的是「獨處而樂」、「獨外側習父兄之所樂」之「獨樂」

的工夫，與《中庸》所言「道也者，不可須臾離也」故君子「慎其獨」，此「慎

獨」是言「戒慎恐懼」而不離「中庸」之道的工夫，故兩者在修養工夫上有很

大的不同。 

綜觀上論，〈性自命出〉強調「唯人道為可道也」，而其中「性自命出，命自

天降」明顯可與《中庸》言「天命之謂性」處相互對照；而「凡人雖有性，心無

定志，待物而後作，待悅而後行，待習而後定」則與「修道之謂教」有關；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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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始於情，情生於性」又與「率性之謂道」有關；至於「始者近情，終者近義」

則又與「禮」的內涵意義一致。由此可見，〈性自命出〉與《中庸》之義旨多有

相應處，推其思想淵源亦顯示出儒學「天道觀」應不晚於戰國後期。此外，學者

在論及先秦時期的天道思想，多有引此語處。因為，此段話形成一種開展關係，

即：天→命→性→情→道。在《郭店楚簡》的「天人之際」思想，首先來自「人

(我)」與「天」的關係；換言之，「人」在此已經不是一孤立的概念，而是在「天

人關係」中，在宇宙與人倫關係中彰顯其價值。因此，「天道」一直被先秦儒者

視為最高價值根源，人稟承「天道」的大化流行而轉向「人道」的道德修養，再

由外在的「天命」轉化為人之主體性的「性、情」。換言之，天道流行所賦予人

的「性」，通過「命」的中介而將人與天通貫為一；人所稟自於「天」的「性」，

才能具有與天道融為一體的可能。如此，天道之精神在人道中得以體現，此即由

人道復歸天道之「天人合一」思想。 

(三)、《中庸》為孔孟之學的圓滿發展 

    此立場，則是以牟宗三、徐復觀、蔡仁厚先生為代表；而楊祖漢與高柏園先

生大致亦採取此論述。首先，對於勞思光先生認為《中庸》所言的「天命之謂性」

乃屬孔孟心性論的異質發展此問題：對於「心性論」及其「天道關係」的現有研

究狀況來談，有學者會以《郭店楚簡》中的〈性自命出〉對照於《中庸》：「天命

之謂性」思想，並與孟子學裏的「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盡心上〉

來加以論釋。對此，梁濤先生則認為： 

      儒家心性論不僅僅是從自身出發來說明人的問題，它和中國哲學中的天人 

      關係這個問題存在著密切聯繫。竹簡提出「性自命出，命自天降」認為性 

      來自於天，是天的賦予，把性與天、命統一起來，正反映了這點。由於此 

      一問題出現在很少談及「性與天道」的孔子之後……目前學術界對此存在 

      兩種不同的理解，一種是道德形上學的，認為竹簡的天是形而上的超越 

      者，是普遍至善的，由這種天所出的性必然是善的……。12 

然而，對於「性與天道」此一問題：由於在《論語》、《孟子》中所提及的「天」，

往往有多重的義涵；而「天」在其思想中，已從早期隱含有「人格神」意味的天

轉為一涵有道德價值意義的「形而上的實體」上面13。因此，牟宗三在其《中國

                                                 
12 詳參：梁濤，〈〈性自命出〉與早期儒家心性論〉，收入龐樸等箸《古墓新知》，台北：台灣古

籍出版社，2002 年。 
13 牟先生認為：「中國古代的『天』仍含有人格神的意味，直至《詩經‧周頌‧維天之命》：『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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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的特質》中便云： 

      天命與天道下降而為人之本體，則人的「真實的主體性」立即形成。當然， 

      這主體不是生物學或心理學上所謂的主體，即是說，它不是形而下的，不 

      是「有身之患」的身，不是苦罪根源的臭皮囊，而是形而上的、體現價值 

      的、真實無妄的主體。孔子所說的「仁」，孟子所說的「性善」，都是由此 

      真實主體而導出。14 

由上述可知，牟先生基本上認為在先秦孔孟思想裡，已經發展出一套「天人合一」

的儒學思想，並概括地言中國哲學的特質在「主體性」與「內在道德性」。15故在

當代先秦儒學思想研究上，便多採此一進路來詮釋《孟子‧告子上》中所云的：

「盡心─知性─知天」。因此，牟先生對此一關係加以說明： 

      我們可以籠綜天地萬物而肯定一超越的實體(上帝或天道)以創造之創生 

      之，這乃完全由人之道德的心靈，人之道德的創造性之真性而決定的。此 

      即是說：天之所以有如此之意義，即創生萬物之意義，完全由吾人之道德 

      的創造性之真性而證實。……是以盡吾人之心即知吾人之性，盡心知性即 

知天之所以為天。天之所以為天即天命之於穆不已也。天命之於穆不已即 

天道不已地起作用以妙運萬物而使之有存在也。
16 

即是從「道德實踐」而盡心知性以體現天道創生萬物的意義。換言之，孟子「心

性論」的確已含有形上思想，並從實踐主體(盡心知性)來體察使天地萬物存在的

價值根源之「天」。而《中庸‧首章》所言的「天命之謂性，率性之謂道，修道

之謂教」一語，即孔孟「心性論」的繼承與發展，亦是以「道德實踐」的人道而

復歸天道的思想，此可說是集宇宙論、心性論、形上思想為一體。因此，牟先生

                                                                                                                                            
天之命，於穆不已，於乎不顯，文王之德之純。』，正因『於穆不已』的天命，天道轉化為本

體論的實在或者說本體論的實體。這時，反觀天道、天命本身，它的人格神意味亦已隨上述轉

化而轉為『形而上的實體』亦即『創生不已之真幾』；『文王之德之純』天之德與文王之德有什

麼關係呢？顯然，天命、天道貫注到個體身上時，只要這個體以『敬』的作用來保住天命，如

此天命下貫所成的個體的性可以永遠呈現光明，即『天道性命相通貫』的『天人合一』之道。」

(詳參：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台北：台灣學生書局，1998 年，頁 29 ~ 56。) 
14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頁 21 ~ 27。 
15 對此，牟宗山先生認為：「中國思想的著重點是生命與德性，其出發點或進路是敬天愛民的道

德實踐，是踐仁成聖的道德實踐，是由此種實踐注意到『性命天道相貫通』而開出，此即重『主  
體性』；而中國哲學之重『道德性』是根源於憂患的意識，以此憂患意識可以產生道德意識。」
(詳參：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台北：台灣學生書局，1998 年，頁 13 ~ 18。) 

16 詳參：牟宗三，《圓善論》，台北：台灣學生書局，1985 年，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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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中庸》視為孔孟儒學發展之極成者，並稱其是以「道德實踐」為主軸的「道

德的形上學」，並認為： 

      由孟子之自道德自覺上實踐地說性，由其如此所體證之性之「固有」義、 

「天之所與」義，以及本心即性、「萬物皆備于我」、心性向絕對普遍性申 

展之義，則依一形而上的洞悟滲透，充其極，即可有「性體與天命實體通 

而為一」之提升。《中庸》如此提升，實與孟子相呼應，而圓滿的展示出。 

故《中庸》所倡乃是儒家「性體與道體」的相通貫，其與孔孟心性之學無異，故

不應視《中庸》與《論語》、《孟子》為異路，而為先秦儒學的旁支。而其由早期

儒家「天命」觀而發展，此即孔子轉化周人天命思想，將「天」轉為一涵有道德

價值意義的「形而上的實體」；一方面成為孟子心性論的價值根源，另一方面更

成為《中庸》、《易傳》天道論之形上根源，即一「道德的形上學」17
之建構。 

由上可知，《中庸》本義並不異於孔孟心性的傳統，而是將孔孟心性之學進

一步地開展而成的形上思維；亦不是勞思光先生所認為，僅是一「形上學」的論

述。18故《中庸》由道體(天)以明性體(人)，由性體(人道)以體證道體(天道)，故其

「天道論」必定與道德修養的「工夫論」相通貫；因此，則與漢人之氣化宇宙論

的「天人感應」有所區隔。對此，高柏園先生亦云： 

      《中庸》為孔孟心性論進一步之發展與極成，並以道德形上學為其綱領， 

      這不但能符合儒家實踐之要求，同時亦使《中庸》之工夫論與形上學立基 

      於孔孟心性論之上，由此亦使孔孟無外之仁心有一充盡之發展，其結合了 

      《中庸》之形上思想，當即能消除神祕主義的說法，避免「宇宙論中心」 

      的混淆。19 

如此，《中庸》將「天道」融攝於「人道」之中，而言「天道性命相通貫」，亦可

與牟先生所言的「超越的遙契」向「內在的遙契」之發展20之義相通，由明誠(天

                                                 
17 有關「道德的形上學」一語，筆者在本文〈緒論〉中已有所說明。詳參：牟宗三，《心體與性

體》(一)，台北：正中書局，2006 年，頁 35。 
18 對此，勞思光先生：「『並不認為心性論必歸於道德形上學』，故提出：形上學重視『有或無』，

故必以『實體』觀念為根本；心性論重視『能或不能』，故以『主體』或『主宰性』為根本。

明乎此，則先秦儒學之本旨方不至迷亂也。」(詳參：勞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台北：

三民書局，2002 年，頁 196。) 
19 高柏園，《中庸形上思想》，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91 年，頁 86。 
20 對此，牟宗三先生曾言：「由超越的遙契發展為內在的遙契，是一個極其自然的進程。前者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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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盡性以至於命(人道)，即《中庸‧第二十六章》所云： 

      故至誠無息，不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天地之道，可 

      一言而盡也，其為物不貳，則其生物不測。……詩云：『維天之命，於穆 

不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不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 

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不已。21 

而《中庸》此段文字之「至誠無息」和「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不已」是就「性

德」而論，而「至誠」在此內接於「心性」，並有意將其推展至「天道」上──

為一「精神之動能」，此可說是《中庸》天道思想的最大特色。「無息」在此為《中

庸》欲將「誠」提升為「天道」的一重要橋樑！按朱子的注解──「既無虛假，

自無間斷」《中庸章句集註》。「無虛假」即「至誠」；「無間斷」即「無息」。故唯有

「至誠」才能「不息」。因此，《中庸》進一步強調「至誠」的作用：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 

      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 

      以與天地參矣。22 

至誠不但能「盡其(己)性」、「盡人之性」(成己成人)，更能「盡物之性」以「贊

天地之化育」(成物)，而達「與天地參」(無息)，亦即「配天」、「配地」的「天

人合德」之境。由此而開展出的「道德的形上學」即是先秦儒家天人思想圓滿的

展示，此即蔡仁厚先生所言： 

      超越客觀的天道天理，必通過人的心性工夫之實踐，而後才能得其具體而 

      真實的體現，而內在主觀的本心性善，也必須通過人的自覺呈現，而後能 

      透顯它超越而客觀的意義，而上達天德。總起來可以曰為兩句話：「本天 

      道以立人道，立人德以合天德」，上一句由天而人，由超越而內在；下一 

                                                                                                                                            
天道推遠一點，以保存天道的超越性；後者把天道拉進人心，使之『內在化』(Innerize)，不再 
為敬畏的對象，而轉化為一形而上的實體。……超越的遙契著重客體性(Objectivity)，內在的 
遙契則重主體性(Subjectivity)。由客觀性的著重過渡到主體性的著重，是人對天和合了解的一 
個大轉進。而且，經此一轉進，主體性與客觀性取得一個『真實的統一』(Real Unfication)」 
(詳參：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台北：學生書局，1998，頁 45 ~ 56。) 

21 楊祖漢，《中庸義理疏解》，台北：鵝湖出版社，2002，頁 221。 
22 楊祖漢，《中庸義理疏解》，〈第二十二章〉，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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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句由人而天，由內在而超越。這樣一個「天道心性通而為一」的形上實體， 

      就是儒家倫理道德的精神基礎。23 

《中庸》即是藉「至誠無息」來貫通「天道」、「天命」、「中和」等觀念，故《中

庸‧首章》中「天命之謂性」即認定「性」為天所命，而天道之「至誠」必也透

過「命」隨人出生而賦予之，成為生生不息的精神動能。 

三、 《中庸》思想淵源及其與儒學發展的內在關係 

(一)、孔子的「中」道思想──論「中庸」與「仁禮」之關係 

    《中庸》之所以是孔子思想的一種發展，乃在於《中庸》主要是論「性」與

「天道」(宇宙)；再由天道貫穿下來講「人道」。此即是孔子晚年思想所欲發展出

來的論述，《論語‧公冶長》云：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不可得而聞也24 

大致而言，孔子所言之「人性論」，經由孟子得以重大突破；而孔子的天道思想，

則是由《中庸》得到重大的發展。此外，「中庸」也是儒家重要的道德準則，其

最早是由孔子提出，《論語‧雍也》中曾云：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25 

其旨在言明，「中庸」這種不偏不倚，無過亦無不及且能常用的至善之德。而此

段文字亦出現於《中庸‧第二章》當中：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26 

這一思想，歷來受後世儒者所推崇和重視。但對於「庸」字的解釋，不盡相同，

此將影響我們對於「中庸」的理解。所謂的「中庸」，則有底下幾種說法： 

 

                                                 
23 蔡仁厚，〈儒家倫理基軸之省察〉，《東海哲學研究集刊》第五輯，1998 年 7 月，頁 2 ~3。 
24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註》，台北：鵝湖出版社，1984 年，頁 79。 
25 同上註，頁 91。 
26 同上註，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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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鄭玄的看法是： 

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庸，用也。27 

(2).程頤則認為： 

    不偏之謂中，不易之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理。28 

(3).朱子則說： 

      中者，不偏不倚，無過無不及之名；庸，平常也。29 

(4).從《中庸》內文第六章中來看：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惡而揚善，執其兩端，用 

      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30 

「執其兩端，用其中於民」是孔子讚揚舜有「中庸」至德之語；此即是將「中」、

「用(庸)」連用。「庸」既為「用」，則「中庸」之義即「以中為用」或「用中」。

然而，孔子尊崇仁、禮，何以又言「中庸」為至德？而「中和」與「仁、禮」之

間又有何關聯性？ 

     

在孔子看來，仁與禮互為表裡，密不可分，「仁」是內在的精神；「禮」則是

仁發用而表現於外的行為。其在《論語‧八佾》中言： 

      子曰：「人而不仁，如禮何？人而不仁，如樂何？」31 

「仁」不僅是孔子的內在精神，同時也是其思想的中心。而「仁」的呈現為何呢？

在《論語‧里仁》中有一段記載： 

                                                 
27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禮記正義》，頁 1。(《四部備要‧經部》，冊 4 卷 52，台北：

中華書局，1970 年。) 
28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註》，頁 17。 
29 同上註，頁 17。 
30 同上註，頁 20。 
31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註》，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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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曰：「參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 

      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32 

「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謂之「恕」。孔子的中心思想是個「仁」，而求

「仁」之方法為何？在《論語‧雍也》中又加以記載： 

      夫仁者，己欲立而立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33 

仁的表現是，己欲立而立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不欲，勿施於人。如以「仁」

為本體，表現在具體的行為上，對父母為孝，對兄弟為悌，對朋友為信，對國家

為忠，對人則有愛心。故不能有缺「仁」的禮，亦無缺「禮」之仁，否則一切依

禮的行為便非內在精神的真實朗現，終將流為徒具形式的禮，因此失去禮樂之意

義，故在《論語‧陽貨》中強調： 

      子曰：「禮云禮云，玉帛云乎哉？樂云樂云，鐘鼓云乎哉？」34 

在此，孔子點明了行禮有其內在精神上的根據，主張「執兩而用中」以相輔相成，

強調「過猶不及」皆有所失。由於「執兩用中」具有統率諸德的普遍作用，故孔

子《論語‧雍也》中贊頌：「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35所謂的「中

庸之為德」，可解釋為「中」的德與「庸」的德，此可與《中庸》作一對照：「中」

的德即是「自誠明謂之性」之德；「庸」的德是「自明誠謂之教」的修養工夫之

德。故「中」的德，是「不勉而中，不思而得，從容中道」之德；「庸」的德，

是「擇善而固執」之德。換言之，孔子所謂的「其至矣乎」是指，以「中、庸」

之德以體現「未發之中」，而當發用時能保有「中節之和」，此即孔子所倡的「中

庸之德」，此亦是《中庸》所言之： 

      庸德之行，庸言之謹；有所不足，不敢不勉，有餘不敢不盡；言顧行，行 

顧言，君子胡不慥慥爾！36 

而對於「中節」之「和」的強調，在《論語‧先進》中亦有對此之記載： 

                                                 
32 同上註，頁 72。 
33 同上註，頁 92。 
34 同上註，頁 178。 
35 同上註，頁 91。 
36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註》，頁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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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不及。」曰：「然則師 

      愈與？」子曰：「過猶不及。」37 

孔子所謂之「中」，乃是指中正無偏，恰到好處之境。孔子看出人的行為在「過」

與「不及」的兩端，皆偏離「中」道。在《論語‧子路》裡曾言： 

      子曰：「不得中行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不為也。」38 

《孟子‧盡心下》亦言： 

      孔子『不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不為也。』孔 

子豈不欲中道哉？不可必得，故思其次也。39 

「中行」乃指「不偏不倚，無過亦無不及」的中庸之道。然「狂者」、「狷者」乃

分別是「過」與「不及」的兩端。「狂者」知進取，但行事偏激；「狷者」太保守，

亦有所不為。孔子之所以言「狂、狷」二者，旨在分別以「狂」、「狷」矯正其偏

失，唯有合兩者於一身，相輔相成，才能悉進於無過亦無不及的「中」。故狂者

太過、狷者不及，太過與不及，都非「發而皆中節」；而「中行」即強調「發而

中節」，亦與「中道」之意相同。其在《論語‧先進》中亦有一段相似的言論： 

      子路問：「聞斯行諸？」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行之？」冉有問： 

      「聞斯行諸？」子曰：「聞斯行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行諸，子曰： 

『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行諸，子曰：『聞斯行之』。赤也惑，敢問？子 

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40 

「退」略相當於「狷者有所不為」；「兼人」略相當於「狂者進取」。由於人之行

為對待於「中」有所偏，如冉有、子路各有所差，故孔子分別以「進」、「退」矯

正其偏失，使其幾近於「中」道。倘若我們視「中」為循禮的根據，則孔子所謂

的「和」即是以「仁」為體而行於外的合「禮」之境。《論語‧學而》中便云： 

                                                 
37 同上註，頁 126。 
38 同上註，頁 147。 
39 同上註，頁 374。 
40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註》，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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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子曰：「禮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不行， 

      知和而和，不以禮節之，亦不可行也。」41 

而孔子所謂之「和」仍要遵循「中道」而行，不能一味的「知和而和」因而失去

了中正的原則，故在《論語‧子路》進而強調：  

      子曰：「君子和而不同，小人同而不和。」42 

「君子」反對無原則的附和。綜觀上述，孔子所言的外在形式之「禮」，必須有

內在主體精神的「仁」作為依據；而「和」為貴的禮之運用，又必須根據「中」

道的原則。故無外在形式之「禮」的行為表現，亦無法體現內在精神主體之「仁」

的價值；而以「和」為貴的禮之運用，若無一個「執兩用中」的原則，便會有所

比附而失其中道。而所謂的「執兩用中」之原則，我們亦可以將其解釋為「體用」

之關係：「兩」，即是體與用；「用中」，便是掌握「體用關係」的關鍵。 

孔子學說以人道倫理為核心，以仁禮範疇的闡發作為內容，鮮明地體現儒學

重「倫理」的思想特色。然而，孔子只言，行事要依乎禮，卻未言人為何必須依

禮而行？依乎禮的行為有何價值？故孔子思想所論仍有其不足之處──即缺乏

哲學的論證與形上的價值依據。而《中庸》旨在論「性」與「天道」之關係，再

由天道貫穿下來講「人道」，最後再由「人道」復歸「天道」而達「天道性命相

通貫」之境。因此，子思作《中庸》旨在為孔子的思想體系提供一哲學的論述與

形上的根據，底下我們就從儒家思想裡幾個重要的哲學問題，來看《中庸》對先

秦儒學的繼承與開展。 

(二)、《中庸》在先秦儒學思想史中的地位：對「性與天道」等問題的闡析 

    在孔子之後的儒者心目中，「性與天道」關係著道德實踐的根據與成就，對

此問題不僅無法避而不談，而且是極為關鍵。於是，「性與天道」之關聯性因此

成為儒學思想發展中備受矚目的課題。 

由於《中庸》全書各章中，常以「子曰」之形式為始，其用意旨在顯示子思

欲特別強調其書中所闡述，乃立本於先祖之意，且旨在昭明聖祖(孔子)之德。其

思想不僅淵源於孔子《論語》之說外，更具有開創性詮釋之處，故《中庸》對於

                                                 
41 同上註，頁 51。 
42 同上註，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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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孔子之後儒學思想發展上極具相當關鍵之地位。底下我們便就孔子之「天道

性命」觀來論其對《中庸》之「天、命、性、道、誠」等哲學問題所架構出的形

上思想之影響。再者，本論之前曾提到，在《論語‧公冶長》子貢便云：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不可得而聞也。43 

承此文句，可以引申出兩點問題：(一)、性與天道已經是孔門弟子所關切的問題；

(二)、孔子對「性與天道」極少談論。而整部《論語》記述孔子談論人性的資料

只有一條，即：「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陽貨〉)44，但此只是泛說，並未深論。 

孔子對「性與天道」不多作論述，其原因可能是認為「性與天道」必須自「踐

仁知天」、「下學而上達」的實踐工夫中證悟，此即是《中庸》所強調「由道德實

踐工夫所成之人道以復歸天道」之立義相同。孔子之所以不言，乃是因言辭上的

說明不能充分涵攝此「性與天道」同體同澈之互聯性，《論語‧陽貨》中有言：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不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 

何言哉？四時行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45 

故孔子之所以罕言「性與天道」其立意在此。此外，對於孔子對「天道」的看法，

其言：「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46，「天」在此已不是全然的「人

格神」之主宰，而是義理之天的「天道」；而「生」則非主宰之「創生」之生，

而是「天道」的「流行賦予」即實現原理之「化生萬物」，義同於天理流行中的

「四時行焉，百物生焉」。而「天生德於予」即「天道流行賦予而為人之性」，此

義亦於《論語》思想中所隱含但未顯，故孔子才又言： 

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憲問〉
47

 

然而，孔門弟子對於「人性」問題的提出與注意，可能是在孔子論及「成德之教」

中而引發省思，在《論語‧顏淵》中孔子曾言： 

      克己復禮為仁，一日克己復禮，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48 

                                                 
43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註》，頁 79。 
44 同上註，頁 175。 
45 同上註，頁 180。 
46 同上註，頁 98。 
47 同上註，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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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文句，我們可以發現一關鍵問題：「為仁由己」的「己」與「克己復禮」

的「己」顯然有所不同，故對於「己」的性質與「成己」的工夫則成為儒者心中

的另一疑問！而此問題恰又離不開上述「性與天道」之關係與「道德實踐具體落

實於人道」之「工夫論」一課題。而孔子在論及「為仁由己」、「克己復禮為仁」

的道德實踐過程中又提出了「天命」一詞，其曾云：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立；四十而不惑；五十而知天命。〈為政〉49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不知天命而不畏也。 

〈季氏〉50 

由此可知，在「踐仁知天」中必然會對「天命」有所體證，並因此有所敬畏。對

於「天命」一問題，孔子亦有論述，其言： 

      不知命，無以為君子也。不知禮，無以立也。不知言，無以知人也。 

〈堯曰〉51 

此言君子「知命立身知人」。對照此段文句，孔子所言的「三十而立」即是對「禮」

能充分掌握與力行；而至其「五十而知天命」之時，其所言之「知天命」已非是

「知命為君子」的修養境界，而是向上提升至對於「天道」下貫於人之體證；故

「知天命」乃是孔子所謂「下學」而得的「上達」與「克己復禮」的實踐上很重

要的課題。因此「天命」的內涵究竟為何，顯然亦是後儒心中所關注的。此外，

對於「性與天道」與「天命」一問題，孟子也有所論，其言：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殀壽不貳，修身以俟之，所以立命也。〈盡心上〉
52 

由此可知，孟子由盡心知性而證悟天命，盡心、知性而知天在實踐中是同時完成

的，而此一實踐的證悟正與孔子「下學而上達」的「知天命」精神相契──人在

盡心、盡性的道德實踐中，逐漸體證到「命」之背後有一超越的價值根源(天道)，

                                                                                                                                            
48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註》，頁 131。 
49 同上註，頁 54。 
50 同上註，頁 172。 
51 同上註，頁 195。 
52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註》，頁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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稟賦流行而存在。故就連孔子也是經由長時期的道德實踐工夫，才得以體悟此真

諦，故言「五十而知天命」。而此一超越的道德根據(天道)才能使道德實踐無條件

地落實於人道的修養工夫上，呈現出種種具道德價值的義行。因此，孟子進而言

「殀壽不貳，修身以俟之」來「立命」；並再言：「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盡

心上〉)53，而所謂的「立命」、「正命」就是使天命在我性中得以有所立、得其正，

而使自我之生命能夠彰顯天道，與天道契合，此即──《中庸》所謂：「天命之

謂性，率性之謂道」。 

  四、 結 語 

綜觀上論，在孔子之後的儒者心目中，「性與天道」關係著道德實踐的根據

與成就，對此問題不僅無法避而不談，而且是極為關鍵。於是，「性與天道」之

關聯性遂成為儒學思想發展中備受注目的課題；此外，此一「天人合一」之思想

更影響了之後的宋明「心性之學」的開展。因此，先秦儒學發展至宋明之時，已

然成為大談「心性」之學；可是在作為儒學思想代表的《論語》中卻無對「心性」

問題有直接的論述，即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不可得而聞也。」(〈公冶

長〉) 由於，漢儒揚雄曾通過對「儒」的界說言：「通天地人曰儒」(《法言‧君子》)，

而指出儒者「合天人以為一」之精神；對此，當代學者方東美先生也言：「真正

的儒應該是『通天地人，曰儒。』」54。因此，我們可以說儒家思想之核心在於「天

人性命之學」；然所謂的「天人性命之學」其所涵蓋之範圍與探討之對象又為何？

底下，可以從何敬群先生所言來看： 

世人均知儒家性命之學，即在明辨天道、天命、性、命、心、意之源，如 

何探究其本末，如何體會其境界，修養其德業。蓋必明以天立人之理，乃 

可為以人應天之功，然後天人合德，乃為其極軌也。在孔子發其端，曾子 

子思詳其事，孟子則敬其義，而大學中庸兩篇，若為其樞機。自齊家至於 

平天下，則外王之道；自修身至於格物，則內聖之功。其端在於仁義禮智， 

其極則贊天地之化育，而盡心致力之處，則不外天、人、性、命之相與， 

天道、天命之為辨。55 

                                                 
53 同上註，頁 350。 
54 方東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學》，台北：黎明文化公司，1985 年，頁 45。 
55 何敬群，〈孔孟言天命性命界說之探討〉，《新亞書院學術年刊》，第 1 卷，1959 年，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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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上述，儒家思想核心在「天人性命」之學，即意在明辨天道、天命、性、命之

意。自孔子發其端，曾子、子思詳其事，從「明以天立人之理，乃可為以人應天

之功，然後天人合德」、「外王之道」、「內聖之功」乃至「贊天地之化育」之關鍵

處，無一不是匯通相應於《中庸》一書所欲言之「天人合一」、「天命下貫而為人

之性，修人道以證天道」、「明誠復命以參天地」而與「天地參」之三極之道。 

因此，在孔子之後的儒者心目中，「性與天道」關係著道德實踐的根據與成

就，即「本體論」與「工夫論」之體用問題；對此問題不僅無法避而不談，而且

是極為關鍵。於是，「性與天道」之關聯性成為儒學思想發展中備受矚目的課題；

此外，此一「天人合一」之思想更影響了之後的宋明「心性之學」的開展。而在

「性與天道」此關鍵性問題上，孟子雖言「盡心知性知天」，但其並未進一步對

「天道」的內涵加以闡述；故欲理解儒家在天道方面比較詳盡的論述，就必須從

《中庸》、《易傳》著手，以掌握儒家的「天道論」。《中庸》不僅繼承了孔子「修

人道以證天道」的思想，更進一步言「明天道以弘人道」的思想；進而釐清孔子

之後儒者心中對「天道、命、性、誠、成己、成物」等關鍵課題，最後更加以闡

釋「天道下貫於人道，修人道復歸天道」之「天人一貫」思想。 

對於先秦儒學之「天、性、命、道、誠」等哲學問題，又以《中庸》一書繼

承與開展得最為全面，故在儒學的發展上，此書佔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與地位。其

影響了唐，以至宋明儒學中「人性論」與「心性論」等問題，如：唐‧李翱的〈復

性書〉；北宋‧周濂溪的《通書》中的「誠體」觀念，張橫渠的《正蒙》中所開

展出的「天道性命相通貫」、「心性論」與「誠」之思想，程明道之「天人是一」

之「一本」思想，程伊川之「性與命、天、心、情」之關係與「心與中和」等問

題，南宋‧朱熹的《中庸章句》，明‧劉宗周哲學中的「慎獨論」與「中和觀」；

以至當代新儒家，如：唐君毅、徐復觀、牟宗三……等思想，皆是透過《中庸》，

對先秦儒學加以繼承並發展。故《中庸》可視為對孔子「天道思想」之繼承與開

展；除此之外，其「性與天道」在「天人合一」中的承接作用，正可闡明《中庸》

在儒學思想發展中的關鍵影響與重要地位！因此，《中庸》一方面可作為研究儒

學傳統思想的要籍外；另一重大的價值在於其「修人道以證天道」之道德實踐所

揭示的「道德化」之形上思維，更值得深入去探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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